
在族群身份意识越发凸显的当下， 从区域社

会的视角出发， 以边地社会及其群体的观念、意

识、认同与关系为考察对象，深度理解地方社会历

史与族群关系，是研究族群身份的重要切入点。 地

处群山环绕、雨雾蒙蒙之中的黔西北地区，在中央

王朝开拓和经营西南边疆的历史过程中， 国家通

过制度、 权力等方式与地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互

动，最终实现国家观念在区域社会的落地、发育与

巩固，而地方社会的政治诉求、利益要求和身份意

识也寻求或建立了相应的表达机制。 显然，在国家

和地方社会互动的叙事框架之内， 以社会历史为

主线， 以宗教生活为依托， 以族群身份为考察中

心，探讨其生成、发展与建构的流变过程，已成为

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而黔西北地区的穿青人的

族群身份问题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案例。

一、社会历史视野中的穿青人

穿青人今日所分布的黔西北地区， 在中国疆

域拓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异域’到‘旧疆’” [1]的

深刻转变历程。 此间，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权力下渗

获得了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 已构成了最为主要

的内容。 然而，伴随其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群体

的参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力量推进的最后

落脚点就在这些群体与当地族群的联系之处。 费

孝通先生就把黔西北所在的贵州一省描述为 “兄

弟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接触的边缘地带。 ”[2]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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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在这个边缘地带生活的一个包含了社会历

史与族群历史文化的群体。
研究穿青人， 通常要从这个族群在黔西北地

区大致形成的时期———明朝———谈起。 对于贵州

来说，明朝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先是洪

武年间中央在贵州广置卫所， 以应对云南境内之

前朝军事残余势力的潜在威胁； 后接着又是永乐

年间在贵州设置布政使司， 通过提升贵州在王朝

政治中的地位来加强对西南边疆事务的经略和管

理。 就在国家力量在边地贵州积极推进的时候，大

批来自江南中原的移民以或军或民或商等不同的

方式进入贵州各地，驻扎、屯垦、开发与居留。 明朝

在贵州的移民力度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 明初

几十万的卫所群体驻屯以及随后为数众多的移民

源源不断的到来， 使得贵州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

大变迁，“而大量汉族人口的定居更使这一区域的

经济与文化具有汉文化的特征， 而西南的土著民

族成为了少数民族。 ”[3]

明朝移民群体分布在贵州各个不同 的地方，
基于来源、规模、地域、位置、性质、类型、结构等不

同的因素， 移民群体与当地的族群发生的联系也

格外不同。 处于战略要津、交通要道的卫所群体在

实力与影响方面占据优势地位， 内部交往与族群

关系比较紧密， 并由此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屯堡文

化圈； 而分布于土司势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的少量

移民，实力明显处于土司之下，在经济、政治和文

化方面就形成了有别于卫所群体的路径与模式。
当时这批移民主要居住地在今日清镇一带， 过了

乌江上游的鸭池河， 就是实力强大的当地世居民

族管理的水西安氏土司。 这种处在世居民族与汉

族之间的移民， 他们的社会文化出现了一种综合

的发展取向， 一方面或多或少受到当地世居少数

民族的一些影响，因为土地主要是向彝族租种的，
社 会 经 济 的 联 系 难 免 也 包 含 了 一 些 文 化 上 的 交

流； 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又是来自社会经济较发达

的东部省份，农业生产方面占据相当的优势，他们

的社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 所以最终

“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地方性特点的移民集团。” [4]

处于边地的黔西北穿青人的族群历史， 一开

始事实上就契合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联系， 所以

探讨其叙事的框架时自然要关注“国家的在场”与

“力量的投射。 ”[5]黔西北穿青人作为一个由外省民

籍移民过来的群体， 正式进入国家的视野范畴是

在明朝后期、清季前期及其随后的一个长时段里。

明末，土司制度在贵州的逐渐走向松弛；清初，吴

三桂对水西安氏土司用兵之事；雍正年间，清王朝

在贵州大刀阔斧进行的改土归流，等等，这些都是

重要的历史节点与事件。 对穿青人而言，这些重要

事件的共同影响是使得其居住地点地实现了大规

模西移， 即大批原来生活在今日清镇一带的穿青

人纷纷进入原来世居民族土司管辖的织金、纳雍、
黔西等腹地，大规模地进入了黔西北区域。 此外，
咸同年间， 贵州一省， 少数民族与朝廷的纷争不

断， 兵事迭起， 当时穿青人曾参与了其中一些兵

事，所以朝廷开始对穿青人进行“污名化”，称他们

为“穿青夷民”。 至此，穿青人从此前的移民群体蜕

变为“夷民”。 这种围绕族群身份的变化历程，反映

了当时国家对西南地区族群的模糊化认识， 也有

社会的选择性的叙事的成分， 甚至也可能有穿青

人自我建构的因素。 这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得到

了或多或少的呈现。

二、穿青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从明朝至今日， 穿青人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时

段里， 自身的社会文化及其生活方式随着国家权

力的更迭与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形式与内容方面

经历了较为深刻的变迁。 由于身处特殊的文化边

缘地带、特定的社会空间和特别的地理区域，他们

的社会文化呈现出一种交叉、复合、杂糅的取向，
集多样性性与相似性于一体。 特别是在宗教生活

方面，这种取向与特性表现得更充分、更具体。 涂

尔干认为，宗教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

实在的集体表现， 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

行为方式。 [6]我们透过穿青人的宗教生活的表象，
能理解他们的观念世界里丰富的内容与意义。

在穿青人的宗教生活里， 以民间信仰形式出

现的“七月半”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文化符号。 七

月半，又称“中元节”、“鬼节”，是汉民族的重要节

日之一，其最初起源可能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来又植入了佛教的一些理念， 成为一个包含了

道教、佛教内容的民间信仰活动。 道教有上元（正

月 十 五）、中 元（七 月 十 五）和 下 元（十 月 十 五）之

分。 佛教也将七月十五作为重要的节日。 然而，黔

西北的穿青人的“七月半”是七月十三而不是七月

十五。 在他们的观念中，七月半被理解为成一种凝

聚祖先记忆和宗族祭祀的重要节日。 织金县八步

乡郭家寨一个郭姓的穿青老人这样对我说：
“我们穿青人的七月半为什么是在七 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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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为我们老人家（祖先）是从很远的江南被当

时的政府迁来贵州的。 每年七月间，我们接这些过

世的老人家回来过节，请他们保佑我们。 他们初一

到这里，要住十多天。 到十三这一天，他们就要动

身回去。 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只得提前走，晚了就

赶不上七月十五的中元盛会了。 ”（2010 年 7 月 8
日访谈材料）

“作为一种文化的创造物， 民间信仰的意义、
神庙的祭祀对象和实际的仪式过程， 以及信仰内

容的转换等等， 都表现了信仰者和参与者的宗教

创造力。 ”[7]穿青人就是通过自己的仪式过程来实

现对自己社会文化的创造的。 他们的七月半祭祀

仪式包括 “接老人”、“供牌位”、“供酒水”、“印纸

马”、“烧纸钱”、“送老人”等。 在这几个仪式中，最

具文化符号和社会价值的地方体现在 “接老人”、
“供牌位”和“送老人”三个环节。

“接老人”，是指穿青人最早在七月初一、最迟

在七月初八举行仪式把故去的先人“请回家。 ”如

果家里最近三年里有亲人故去，必须要在初一“接

老人”，否则，则被视为不敬不孝。 供奉先人的名单

可长可短，最长可追溯到穿青人的入黔始祖，最短

的也要追溯到曾祖父一代。 “供牌位”，是在堂屋中

挂着一张牌位，上面写满了自家故去先人的名字，
主要是父系的，母系也要写上去，一般追溯到外曾

祖母就可以了，最后形成的是一张树形图。 “送老

人”，是最后一个仪式。 主人家烧完纸钱以后，点着

香烛沿着自家路往外走，将“接来”过中元节的先

人们“送走”，然后取下牌位，表示节日已经过完，
来年又同样进行，年年如此。 在此期间，人们会相

对减少自家的农活，注重自家的饮食，买酒买菜买

肉。 同时，人们也会在过节的最后几天把自家出嫁

的女性接回来过节； 外出的人员无论多忙也要赶

回村子里隆重的过节，既是看望在家的老人，又是

年轻人的聚会。 这一系列仪式活动，包含了祖先记

忆的回溯、宗族支系的划分和族群关系的增进。
在穿青人的宗教生活里，“庆坛” 仪式也是一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他们族群身份建构的

主要依据之一。 根据穿青人的说法，“庆坛”是他们

从外省带来贵州的，最初是以“庙祭”的形式进行

的。 大约到了晚明时期，随着贵州社会政治局势的

变化，穿青人西移的程度越发深入，出于方便，庙

祭逐渐演变为庆坛。 庆坛的动因一般分为还愿、分

家、除灾、祈福等。 主持庆坛仪式的有专门的道士。
庆坛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坛、庆坛和安坛，最重要

的是庆坛环节，具体又分请神、安神、送神。 有学者

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 指出一个完整的庆坛

仪式包括“开路，扫坛，摽香，请神，解秽，宣仪，发

动曹，玩 仙 娘，操 练 兵 马，降 龙，参 灶，造 船，烧 游

司，散财，造桥，开山砍路，了愿，送神”等内容。 [8]

做庆坛仪式时，主要用到的器物有：响 器，五

显菩萨的画像，祖先的牌位，燃放的香蜡纸烛，祭

用的牺牲（猪和雄鸡，或山羊和雄鸡），吟唱的本子

等。 如果说“宗教仪式是用一套程序把信仰和愿望

联系在一起”[9]的话，那么穿青人的庆坛仪式中显

然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信仰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穿

青人对观念世界、 对社会历史和对人生意义的认

知和理解得以完整地呈现。
穿青人对五显菩萨的信仰反映了他们对祖先

起源的认识、记忆和想象。 在黔西北地区，关于五

显菩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无论是 《五圣酬恩科

书》对起源于隋唐时期的作为民间信仰的五显（五

通、五圣）的描述，还是纳雍一带关于五显菩萨显

灵救助穿青人的传说， 以及织金一带对于穿青人

先人在东部省份的历史记忆， 虽然表述的内容不

尽相同， 但作为对祖先的记忆与想象及其所表达

的意义却是相通的。 其次，穿青人庆坛仪式蕴含了

民间社会的习俗、观念和信仰。 无论是“解秽”，还

是“玩仙娘”，这体现了民间社会在古代所崇信的

“淫祀”的习俗。 穿青人把祖先的牌位与五显放置

于一起，以此实现对祖先的祭祀。 诚如杨庆堃先生

所言，“在某种意义上讲， 每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都

是一个宗教的神坛，保留着祖宗的神位、家庭供奉

神明的画像或偶像。 ”[10]穿青人的庆坛仪式，掺杂了

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巫术等内容，从主持仪式的

人员到展演的仪式再到表述的方式， 其间包含了

在黔西北地区大量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习俗。 考

察这些仪式， 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些在南方地区已

经消失的文化线索与信息， 并发现大量的民间文

化符号。
此外， 穿青人的葬礼仪式则最为集中的反映

他们的生活意义。 相对于后来移民的穿蓝人 （汉

族），穿青人的葬仪仪式更具自身的文化逻辑。 社

会个体在走完自己的一生后， 最终以生命终结的

方式永远地中断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原来社会个

体所依存和联系的社会群体最终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认识和处理这种戛然而止的社会关系， 很大程

度上就是通过举行葬礼仪式来实现的。 所以，“葬

礼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强化仪式， 它们允许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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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非破坏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死亡的不安，同

时也有助于他们进行社会调适。 ”[11]通过一系列符

号性、程序性、集体性的仪式展演，表达了社会群

体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理解， 即一方面肯定了

个人在社会所具有的地位、作用、价值与意义，另

一方面又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修补社会群体其

他成员之间的关系。
穿青人的葬礼仪式拥有一套规范性、 体系化

的宗教仪式。 在黔西、纳雍和织金的一些村子里，
一位穿青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后， 他的家属

要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让死者体面的离开这个

世界。 这些仪式包括送终、报丧、办丧、出丧、下葬

和守孝几个大的环节。 每个环节又包括了若干细

小的仪式， 最为集中要数办丧和下葬两个环节。
以 办 丧 为 例，又 包 括 起 经 、念 经 、立 幡 、绕 棺 、救

苦、破地狱、过血河、坐宴口、散经等仪式。 这些都

是基本的仪式内容， 各个不同的地方会根据时间

的长短（通常为三天或五天）和各地的实际情况，
可 能 又 会 增 加 一 些 其 他 仪 式 进 去 。 在 一 些 仪 式

上， 穿青人的过血河仪式与当地其他汉族群体的

过河仪式基本是相同的，只是仪式过程更简洁一

些。 比如过血河仪式， 念经的道士先生会带着主

人 家 的 宗 亲， 在 一 块 空 地 上 围 绕 着 用 石 灰 画 的

“血河”来来回回的游走，用大约一个多小时念完

《血河经》，最后以焚烧“文书”的形式而结束。 而

在其他族群的过河仪式中， 仪式内容更为丰富，
展演的时间更为持久。

穿青人在进行族群的认同时， 很大程度上就

是凭借这些文化符号和宗教生活来实现的。 正是

这样，他们的宗教生活形式及其关联的社会文化，
由此成为了社会对其进行考察的重要细部， 其间

有记忆的成分， 有交流、 吸收其他族群的文化痕

迹，更有历史累积和现实建构的成分。 正是通过这

种与当地其他族群或同或异、 既同又异的生活方

式及其建构的观念意义，穿青人以此为依托，在国

家与地方社会进行对话与互动的过程中， 穿青人

表达了自我族群身份的诉求。

三、历史长时段与穿青人的族群

身份及其社会建构

穿青人凭借自身的复杂历史、 丰富的宗教生

活和文化逻辑， 在社会历史的长时段里型塑自身

的族群身份，表达了自身的诉求。 明朝时，随着王

朝力量大举进入地处西南边疆的云贵地区， 穿青

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赣、湘、鄂东部诸省来到了

贵州。 鉴于进入贵州时穿青人是不同于卫所群体

的民籍身份， 他们被安置的地方不是处于交通要

道沿线， 而是在汉文化与世居少数民族文化接触

的边缘地带。 清朝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加大向贵州

移民的力度， 又有大批来自江西湖广地区的汉族

进入贵州后开始向四周扩散，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就进入了黔西北地区， 从此与原来世居少数民族

和先到的穿青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并形成了一定

结构性的居住格局， 即少数民族和穿青人主要居

住于远离集市场镇的山脚下或半山之上， 后来的

汉族移民主要居住在坝子或集市场镇周围。 这种

居住格局的形成有着相应的社会背景， 即先到黔

西北的穿青人在生计方式、 经济地位和政治生活

方面，相对处于劣势。 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穿青

人族群心理出现新的变化， 加上咸同年间贵州地

方政治局势的变化又在穿青人与穿蓝人两个移民

群体之间形成纷争， 一条若隐若现族群边界由此

得以形成，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了互动，成员们

用族群认同去给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分类， 他们在

此组织意识上构成了族群。 ”[12]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保守的民族政策，穿

青人的族群身份在那个社会政治激烈动荡的时期

暂时被遮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推

行了积极的民族政策，于是在 1950 年代初期就在

全国范围了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 作为

多民族的省份， 贵州自然也是民族识别的重要区

域之一。 但是，当时国家对包括贵州在内的民族地

区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有多少个民族，民族关系

如何， 社会性质是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迫切需要

做出回答。 为此，国家专门组织了中央访问团贵州

分团开展实地调查，为民族识别工作必要的准备。
穿青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历史契机， 主动要求政

府对自身族群身份进行识别。
为什么地方社会中的穿青人在这个时候会选

择对国家的政策安排做出积极的回应呢？ 这是出

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国家推行平等的民族政

策，如果被识别为少数民族后，将会享受到国家的

优惠照顾， 这是外部动力； 二是出于社会历史记

忆， 不愿意与历史上关系不是很协调的穿蓝人一

道改为汉族，这是内部因素。 在内与外的合力下，
于是就主动要求识别。 时任贵州分团团长的费孝

通先生谈到，1951 年 4 月刚到贵州访问时，调查发

现，从蜀汉时期汉族就开始进入了贵州进行军屯，

雷 勇：社会历史、宗教生活与族群身份的建构———以黔西北穿青人为例

人

类

学

研

究

14



“经长期的接触， 有完全同化于当地少数民族的，
亦有部分同化，形成许多零星分散的‘汉裔民族’
（如堡子、凤头鸡、南京人、穿青、里民子。 ” [13] 经过

几个月的访问调查，1951 年 6 月发现在贵州西部

穿青人居住的“水西区受汉族影响深，已经与内地

汉人区相同。 ” [14]

当时国家识别少数民族的依据主要是参考历

史、文化、语言、习俗、宗教和认同等因素。 穿青人

要求识别为少数民族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 语言

上说“老辈子话”，居住上有自己的聚居区，习俗上

有一些区别于当地汉族的地方， 族群关系上与后

来移民的穿蓝人在族群关系方面有一定的历史隔

阂。 作为他们最具符号性和差异性的七月半的文

化习俗和包括庆坛、 过血河和人生葬礼方面在内

的宗教生活形式，则被遮蔽起来了。 这可能与当时

国家政治话语有关。 1955 年 4—8 月，费孝通、王静

如、杨汉先等 51 人组成的调查工作队到穿青人和

穿蓝人主要居住的毕节、安顺两个专区的织金、纳

雍、大方、水城、安顺、镇宁普定等县重点调查，并

到清镇、龙里、贵定作补充调查。 [15] 通过实地调查

与历史文献研究， 初步认为穿青人说的 “老辈子

话”属于汉语，族源上是贵州以东诸省的移民，穿

青人与穿蓝人之间的历史隔阂是当时特殊历史背

景下政治集团导致的，但已经逐渐消失。 并且当地

少数民族也不认为穿青人是少数民族，而是“穷汉

人”。 关于与穿青人族群身份和文化有着很大关联

性的宗教生活，并没有成为主要识别依据之一。
其实，在此之前的 1954 年，费孝 通先生就结

合在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过程中一些有争论的

问题， 专门写了一篇为以后穿青人族群身份识别

定下调子的文章———《关于黔 西民族识别 工作的

参考意见》。 文章指出：
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的汉人， 前后有若干

批，时代不同。 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
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

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 并且受到后去汉人的歧

视，不把他们看成汉人，因而他们自认和汉族有区

别，解放后，要求成为少数民族。 [16]

到了 1955 年， 中央民委贵州识别调查组经过

再次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意见是：“穿青人原是汉

人中的一部分，自从进入贵州之后并没有和汉族隔

离，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17] 对于国家

作出的这个认定，穿青人族群内部有些人表示可以

接受，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保留态度。

穿青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变化历程，生动再现了

族群认同的生成逻辑， 即族群认同既有情感性、根

基性的因素，也有资源环境竞争和分配的因素。 [18]

一般来说，情感性、根基性的特征是通过祖先历史、
族群记忆、神话传说、仪式展演和历史叙事来建构

的， 而围绕对资源的诉求则是在国家提供的话语、
场景、路径和框架下进行表达。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国家大规模地对少数民族群体身份进行识别的历

史语境下，穿青人适时运用适合的方式有效整合族

群、社会、地方的资源，积极与国家政策进行对接。
既回应了国家的政策， 使其实现了真正的落地，又

有效地增进了族群的凝聚，同时又以一种国家容易

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权利和诉求。 因

此，穿青人在 1950 年代初期表达的身份诉求，恰恰

是充分运用了新兴建立的国家政权在特定社会政

治背景下创造的历史契机， 而出发点则是社会历

史、宗教生活及其相关联的族群文化。
这种族群认同的表达模式，穿青人在 1980 年

代国家政治生活发生大的调整的时候得以再次运

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回到

正轨上来。 为了解决我国关于民族识别的历史遗

留问题， 国家对此十分重视并作出了相应的政治

安排。 1978 年 9 月，费孝通先生在全国政协民族组

会议上作了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重要报

告。 鉴于费老的特殊身份，该报告的发表可以说是

我国理论界、 政策部门在国家即将对于民族事务

出台大政策之前发出的重要声音。 从 1979 年开

始， 国家接连出台了数个关于落实平等民族政策

的 重 要 文 件：《关 于 抓 紧 进 行 民 族 识 别 工 作 的 通

知》（1979 年 11 月 3 日），《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

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1981 年 11 月 28 日），《关

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几点意见》（1982 年 5 月）。对于

国家作出的这种安排， 地方社会很敏锐地捕捉到

了。 1980 年，黔西北有 60 多万穿青人再次要求对

其身份进行识别。 作为地方政府的贵州省，一方面

要落实国家的政策，一方面要回应穿青人的申请。
从 1981 年起，贵州专门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和

工作组，对包括穿青人在内的 23 个待识别群体进

行再次识别。 经过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调查、比较甄

别、族源地走访，最后在征求各方的意见后，得出

结论，维持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央民委贵州识别调

查组关于穿青人族属的意见，将穿青人划归汉族。 [19]

同时，依据穿青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体系与宗教生

活的特殊性，在政策操作方面，地方社会又采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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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弹性的做法，即在国家的政策框架下，地方政府

对穿青人给予适当的倾斜， 以此来回应他们的诉

求。 1987 年 5 月 6 日，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民族

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布第 36 号文件《关于填写居民

身份证民族成分等问题的几项规定》， 文件规定：
“穿青人可以享受少数民族待遇。 ”至此，国家与地

方社会的博弈、协调和互动，在穿青人族群身份的

识别过程中得到最为全面的展现。 最后是国家的

意识得以体现了；地方政府通过策略性安排，使得

国家的政策落地了； 族群群体通过合适的路径和

机制，自己诉求得以表达了，最终共同地实现了族

群身份的社会建构。 这是一个富有意义和值得研

究的过程与议题。

结束语

在资讯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 随着人员流动

的增加和社会交往的深入， 信息化和市场化裹挟

下的观念、权利、价值、意义的多元化成为现代国

家面对充满挑战性的重大问题。 同样，处于社会生

活中的族群也会运用包括资讯、传媒、网络等在内

的多样化的手段来表达自身的身份体认， 通过记

忆、想象、阐释、叙事等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族群认

同。 这当中，无论是符号的型塑、结构的调整和仪

式的展演， 还是现代社会政治话语的运用和策略

的选择， 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族群群体在现实社会

的层面中如何争取到最为充足的资源与权利。 族

群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其实是在国家与地方社会、
政治法律框架与社会文化资源之间寻求一种新的

平衡。 虽然，现实中的族群认同，其“身份界限的建

构固然富有伸缩性， 但脱离不了当地独特的社会

文化环境，”[20] 以及真真实实存在的国家的强大威

权。 生活于黔西北的穿青人，几百年一路走来，围

绕族群身份的记忆、想象、叙事、认同与建构，以及

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宗教生活的实践， 折射出国家

与地方社会深入互动的真实过程。 无论是对于祖

先的历史的记忆，族群宗教生活的表达，还是现代

社会中族群的诉求，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最

终都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以一种对话、 互动的方式

在进行，是多重因素建构的结果。 而其中所蕴含逻

辑、机制、模式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思想，无疑为我

们深刻理解族群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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